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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平安文坛对白居易闲适诗的
新型接受与民族文化构建借势

刘 洁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白居易闲适诗是审视唐宋时期中国文学“跨文化”传播、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

例。以往对它的接受研究,多局限于白诗的语言浅俗以及文风契合日本民族风月审美等内容。结合白居易文

学的内在矛盾性、平安时代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白居易形象的佛教化等因素,为其域外影响与创造性接受提

供新的思考维度,可以发现:白居易以道禅二家为主的后期“闲适”文学,成为平安文坛“闲适”思想的主要来

源;白居易闲适观中的“不适之适”,成为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

通过对《千载佳句》的编撰,呈现出平安文人的汉诗学自觉以及对白居易闲适思想的诗学偏离,却没有真正体

认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不适之适”注入“狂言绮语”的文学表达范式中,后来随着白居易佛教形象

在日本的接受和强化,而被仕宦“不遇”的平安汉学文人发展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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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唐代文学在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的传播与接受研究,是中国文学影响和融入日本古典文

学与民族文化的重要视点,早在1940年代就为日本学界所重视。进入1970年代以后,相关研究成

果渐多,其中大部分是探讨日本文学对白居易(772-846)的受容问题,据王兆鹏统计:“(1946-
2000年间)从个体作家研究的重点来看,白居易的关注度始终是高居第一。特别是1980年代后,
白居易一人的成果占了同期个体作家研究成果总量的28.73%,比位居第二至第五的李、杜、韩、柳
研究成果量的总和还多,可见日本学者对白居易的钟情与关注。”[1]代表性成果有太田次男《日本对

白居易的受容》《围绕白居易诗受容的诸问题》等,皆属于白居易的受容研究。约从1970年代末期

始,我国学者关注到白居易文学在东亚文化圈中的历史地位,考量它与日本古代文学相互关联的运

行机制[2],如马歌东从平安汉诗、江户诗话、战后日本汉学成果等角度对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做了梳

理[3];严绍璗对中日诗歌美感特征与白诗在中世时代日本传布的原因、“白体诗”的出现与日本汉诗

诗风的变革等做了考察[4]163-211。白居易文学的日域影响与受容,至今仍是唐代文学接受研究的焦

点之一。在白居易文学作品诸体式中,“闲适诗”最受日本平安文坛偏爱,文学影响相对较大,铃木

修次指出:“历史上对日本文学影响最大的是白居易的诗,日本人最热爱他的诗,这是因为白居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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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里很少有‘讽喻’,主要是‘闲适’和‘感伤’。”[5]白居易闲适诗及其诗学思想在平安文坛的传播接

受,由此成为当下审视中国文学“跨文化”流变及对他族文化构建意义的典型案例。
然而,关于白居易闲适诗的“跨文化”研究目前仍未得到充分拓展。第一,中日学者的考察多落

实在闲适诗的文学本体研究上,如霍松林认为白居易前期闲适诗具有着重书写“田家苦”的“讽谕”
精神[6]35-49;中木爱从词汇分析的实证角度对白氏闲适诗的创新精神进行微观探讨[7]。第二,闲适

诗的接受研究偏重于时间轴上的继承脉络,如毛妍君[8]、刘京臣[9]都重在探讨宋代文坛对白居易闲

适诗精神的承继关系。第三,空间维度的“他者”接受,从早期就侧重于日本文学对闲适诗的文学接

受,如太田次男[10-11]、丸山清子[12]分别从日本汉诗文、物语文学的接受角度,反观白居易不同诗类

的文学特质与域外影响。然而,以闲适诗为典型的白居易文学是如何深入日本平安时代的民族文

化基质,又为何能在文化碰撞的历时性下突破文学影响范畴而构建出新的异域文化精神等问题,却
未得到应有的考察。

实际上,论及白居易文学的接受溯因,早在五山时期(1192-1333),学问僧虎关师炼《济北集》
即云:“二子(元白)之文传时者,浅易之所致也。”[13]此说影响到当代中日学界的思维视角。目前多

数研究仍将视角停留在白诗的语言题材和日本民族的审美特质上,认为白诗的浅俗流畅与诗酒自

然,契合了日本文人学习唐诗的汉学要求,以及日本民族文化中“幽玄”“物哀”及“风雅”(“风流”、み
やび)与自然返真等审美要素。此类认知低估了白居易文学的域外影响力。由于过多聚焦于此,导
致学术成果的扁平重复。从跨文化阐释角度看,能够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往往是被其他民族所阅

读、理解和认可的[14]。这种“他者”文化认同,绝非文学范畴下的单一接受所能达到。针对以上困

境,已有论者意识到不能再将白居易文学在日本的深广影响仅归因于“平易明白”[4]177等因素;“一
部纯粹的文学作品(《白氏文集》)绝不可能成为构建另一新文化的基石”,白居易诗文潜存的“能够

撼动当时东亚知识阶层灵魂的哲学思想”才是其成为日本古典文化乃至东亚汉文化基石的最终理

由[15]。白居易闲适诗接受背后的民族文化碰撞及其对东亚汉字文化圈中他国传统文化的构建助

势,应是新的学术话题点。
针对以上思考,日本平安中期成书的唐诗秀句集《千载佳句》提供了线索。此书“人事”部专设

“闲适”类,但收录的12联“闲适诗”却皆非白居易本人定义的“闲适诗”,部分诗句还是作者身处政

治困境下的“不适”之语。《千载佳句》乃平安大儒大江维时(888-963)编成,因所收白诗占据全书

所录作家作品二分之一强而被学术界断以“宗白”为主。此书还广泛影响到《和汉朗咏集》《新撰朗

咏集》等日本汉诗文集的产生,故在白诗的日域传播和接受研究方面最具文献价值。有鉴于此,本
文以《千载佳句》“闲适”类白诗收录问题为切入点,反观白居易文学的内在矛盾性尤其是闲适诗中

的“不适之适”,再结合平安汉学思潮的流变脉动和白诗异域传播的宗教化,深入探讨大江维时的白

诗接受特质及其对白居易闲适诗学精神的偏离与再创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不适之适”的存

在,究竟是缘于白居易“闲适”书写的诗学矛盾,还是平安中期文人对中国文学的诗学自觉与精神突

破? 且“不适之适”为何成为平安中期文坛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 如何得到平安中

期“不遇”汉文士的接受并最终融入日本传统文化中? 通过这一研究进路,以小见大递进式窥察白

居易“闲适”文学东传日本后的原像、演变与影响,以此呈现本文创新价值:第一,冲破单纯比较藩

篱,跨学科、跨地域、多维度审视白居易文学的传播接受问题;第二,深化唐代文学跨文化研究的学

理性,将学术话题深入到日本诗学自觉及其对中国诗歌创造性接受的影响层面,以及唐代文学家在

他国不同文化场域的身份转型问题上。以此希冀有助于深析白居易文学的域外影响力,观照中国

古典文学对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构建意义,也为促进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化的圆融规律研究提供学

术拓展点。

二、诗类混乱与“不适之适”:《千载佳句》反照下的白诗内在矛盾性

表1列出《千载佳句》“闲适”类的12联白居易诗,本文所用《千载佳句》底本为国立历史民俗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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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藏镰仓时代写本,主要参照本为松平文库藏江户初期写本,诗歌创作时间及作者职位参照上海

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
表1 《千载佳句》“闲适”类白居易诗歌考察表

诗题 诗句 创作时间 作者职位

①题新馆 重衾每念单衣士,兼味常思旅食人 宝历元年(825) 苏州刺史

②对镜 静中得味何须道,稳处安身更莫疑 大和三年(829) 太子宾客

③偶吟 匹如身后有何事,应向人间无所求 大和四年(830) 太子宾客

④赠邻里往还 但能斗薮人间事,便是逍遥地上仙 大和三年(829) 太子宾客

⑤池上闲吟 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 大和八年(834) 太子宾客

⑥老夫 世务劳心非富贵,人生实事是欢娱 开成元年(836) 太子少傅

⑦授太子少傅分司 歌酒优游聊卒岁,园林萧洒可终身 大和九年(835) 太子少傅

⑧咏怀 学调气后衰中健,解用心来闹处闲 开成元年(836) 太子少傅

⑨早服云母散 每夜坐禅观水月,有时行醉翫风花 大和八年(834) 太子宾客

⑩改业 犹觉醉吟多放逸,不如禅坐更清虚 开成五年(840) 太子少傅

题新涧(一作洞)亭 自得所宜还独乐,各行其志莫相咍 会昌二年(842) 刑部尚书致仕

题寄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俗 渐伏酒魔休放醉,犹残口业未抛诗 开成五年(840) 太子少傅

  表1除《题新馆》作于唐敬宗宝历元年苏州刺史任上、《题新涧(一作洞)亭》作于会昌二年罢太

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以外,其余皆作于分司洛阳之际,《对镜》《赠邻里往还》《偶吟》《池上闲吟》
《早服云母散》作于大和三年至八年太子宾客分司任上,《授太子少傅分司》《老夫》《咏怀》《改业》《题
寄庐山旧草堂兼呈二林寺道俗》作于大和九年至开成五年太子少傅分司任上。可见,大江维时所谓

“闲适诗”,皆作于白居易54岁至71岁的中晚年时期。
内容上除②③⑥⑦⑧六联延续了白居易元和十年提出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理

念之外,余者皆存在一定的诗学矛盾:第一,儒道精神的同时呈现,①与④的一“念”一“忘”,①乃心

怀儒家“兼济”思想的闲适书写,展现作者保和之余仍心系天下忧苦的情怀;④乃包含道家“无为”精
神的闲适表达,体现诗人彻底摆脱尘世挂念以追求自适的决意。第二,道佛文化交融存在,④与⑨
⑩的一“仙”一“禅”,展现出诗人闲适书写的双重宗教心理。第三,“适”与“不适”的审美结合,⑤失

实歌颂当局所呈现的“适”语,实出于作者身处政治困境下的“不适”之意。
以上特征皆为大江维时在白诗多重思想矛盾张力下的选诗映像,关涉到白居易中晚年闲适诗

的文学特征、宗教思想、“不适之适”等问题,可为完善当下“闲适诗”研究提供新的学术视角。那么,
《千载佳句》的这些诗学问题为何存在呢?

第一,“闲适诗”原分类法存在矛盾,容易加剧域外接受群体的解读歧义。所谓“闲适诗”乃白居

易元和十年贬谪江州后对自己前期诗歌进行归类时提出的概念,与“讽谕诗”“感伤诗”“杂律诗”同
为白氏文集中的四大诗类。不过,此分类存在着混乱与矛盾,如前三类以内容划分,后一类又以形

式划分,且不同诗类间还存在内容上的相互交叉。另外,虽然“闲适诗”创作的主要阶段为作者中晚

年,但元和十年后白居易却再无诗歌分类举动,这也影响到后人对“闲适诗”分类的准确把握。
第二,“闲适诗”中隐含着“不适”的审美要素,容易影响域外接受群体的理解。传统观点多以元

和十年为分界将白居易闲适观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闲适观追求心灵净化的人格修养,以“独善”之义

补察“兼济”的讽喻精神[6]35-49;后期闲适观远离政治中心,追求俗世生活的悠闲自适与无累于物,体
现出职业官僚的成功意识[16]。沿着这一逻辑,不难发现这种前后期闲适观在精神内核上呈现出错

位,以致①的“闲适”书写何以会夹杂着“兼济”情怀,⑤失实颂圣的“不适”如何会融入“适”意表象

等,都无法得到很好的解释。不过,若将“不适之适”解读于其中,就会发现以上问题有了新的考察

空间,也可得窥诗人前后期闲适观中潜存的逻辑相连的思想脉络。这也是本文探讨的重点。
所谓“不适之适”,是本文针对白居易研究所提出的理论概念(元代刘敏中《适斋铭》虽提到过

“不适之适”,但与白居易毫无关联,与本文所论有别,暂不赘述),用以形容外力压迫下的矛盾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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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闲适”书写:虽然外表悠游无累,实则暗含不甘与无奈。“不适”是指向内心的痛楚,“适”是
基于“不适”心理的浮沉于表面的悠闲醉乐。在传统观念中,白居易“闲适”书写因反复强调规避现

实后的个人享乐,自宋即遭讥评[17],1950年代以来被普遍视为悲观厌世与消极后退。当代论者中,
有人从文学批评角度指出白居易后期并未完全忘记国衰民困,“闲适”书写更是无力回天的精神安

慰,就连《序洛诗》序的“治世之音安以乐,闲居之诗泰以适”实际上也是一种反话[18];有人从实用主

义和“拜相情结”角度指出白居易忠实于自己的欲念,尽管后期满足于“独善”,但对政界的关注和对

宰相职位的仰慕仍难割舍[19];诗人始终怀有强烈的“拜相”期待及求相不得的政治失落,以往学者

过分强调诗人的知足保和思想有失偏颇[20]。可以说,这些研究都已意识到诗人“闲适”文学中的非

“闲适”成分,只是都还没有明确提出“不适之适”的概念。
要对“不适之适”进行深入挖掘,还须回到白诗自身。“不适之适”在早期白居易诗中即有流露:

元和七年《九日登西原宴望》称叹“良辰且欢悦”的动力,竟是下邽“哭葬无虚月”的农家悲苦所带来

的无常幻灭感;元和八年《效陶潜体诗》将醉乐酒乡归因于“醒者多苦志,醉者多欢情”;到元和十年,
作者意识到文学讽谏力量的有限,遂有对乐府诗“时无采诗官,委弃如泥尘”的感慨[21]5。随后,白居

易在追求外在事功方面日趋内敛,全身避祸与知足保和逐渐成为“闲适”书写的主题,如《咏怀》“面
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即是说“不适之适”的产生根源在于创作主体对现实人生的持续

观照。前期“不适之适”的文学书写,多缘于作者“兼济”思想;后期“不适之适”的话语困境,多源于

政治险恶与文学事功之道难行。由此反观⑤“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因其所出原诗

《池上闲吟》作于“甘露之变”前夕的大和八年,是时党争、强藩、宦官交织戕政,就此成为典型的后期

“不适之适”的精神映现。
以往的白居易闲适诗研究,或对闲适诗的重视不够,或无法解决诗人前后期闲适诗的精神差异

问题,或虽意识到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非“闲适”成分却又挖掘不深。鉴于此,本文对连接白居易前

后期“闲适”精神的“不适之适”现象展开探察,推断白居易的“闲适”思想主要包括三重理路:第一层

次,以前期闲适观为主,以儒家修身思想为核心,追求“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独善之义,但因“兼
济”思想的共存而具有一定程度的“不适之适”;第二层次,以后期闲适观为主,以道家的委顺任化与

禅学的无为空寂为寄托,趋于追求世俗享乐的身外之适,随着高危政局的愈加混乱,“自适”追求下

的“不适之适”越发强烈;第三层次,佛家思想渐据要位,为诗人寻求解脱之“适”。面对佛家严守的

“不妄”戒律,诗人反思自己在“不适之适”状态下产生的违心“适”语。这三重层次的闲适观,没有严

格的时间先后之分,而是在诗人的不同阶段各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至于白居易闲适思想在《千载佳

句》“闲适”类的接受范畴,基于上文论证,显然不属第一层次,而主要属于第二层次,时而介入第三

层次。
那么,《千载佳句》既然收录了表达“不适之适”的白氏诗句,是否就意味着此书全面体悟到白居

易“闲适诗”的思想真谛呢? 要对这一问题深入掌握,仅限于对此书“闲适”类诗歌的分析还是不够

的,书中其他门类的白氏诗句以及白氏影响下文风相类的晚唐五代诗人群(本文称为“类白诗人”)
的作品,也值得考察。

三、“闲适”观的放大与“讽谕”观的消解:《千载佳句》的白诗接受特质

下文对《千载佳句》中的白居易诗歌和类白诗人作品加以分析。虽然此书所收作者署名为“白
居易”的诗句共有514联,但因其间存有27联佚作以及3联实为李白、韩愈、杜甫的诗句,故可考证

出创作时间、背景的白诗仅为484联。对此484联白诗的创作详情,统计如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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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千载佳句》484联白居易诗歌创作详情统计表

联数 创作时间 创作地点 作者职位

2 贞元十六年(800)前 未详 未详

2 贞元十六年,29岁前

1 贞元十七年,30岁

1 贞元十八年,31岁

长安 未详

1 贞元十九年至永贞元年,32至34岁

1 贞元二十年,33岁
长安 校书郎

5 永贞元年(805),34岁

4 元和元年(806),35岁

4 元和二年,36岁
盩厔 盩厔尉

5 元和三年至六年,37至40岁 长安 翰林学士

9 元和四年,38岁

5 元和五年,39岁
长安 左拾遗;翰林学士

6 元和九年,43岁 下邽 未详

20 元和十年,44岁 长安;长安至江州途中 太子左赞善大夫;江州司马

20 元和十一年,45岁

25 元和十二年,46岁

19 元和十三年,47岁

江州 江州司马

16 元和十四年,48岁 江州;江州至忠州途中 江州司马;忠州刺史

8 元和十五年,49岁 忠州;长安 忠州司马;司门员外郎

11 长庆元年(821),50岁 长安 主客郎中;知制诰

15 长庆二年,51岁 杭州;长安 杭州刺史;中书舍人

22 长庆三年,52岁 杭州 杭州刺史

15 长庆四年,53岁 杭州;杭州至洛阳途中;洛阳 杭州刺史;太子左庶子

18 宝历元年(825),54岁 洛阳;洛阳至苏州途中;苏州 太子左庶子;苏州刺史

11 宝历二年,55岁 苏州;苏州至洛阳途中 苏州刺史

4 大和元年(827),56岁 长安 秘书监

17 大和二年,57岁 长安;洛阳 刑部侍郎;秘书监

26 大和三年,58岁 长安;长安至洛阳途中;洛阳 刑部侍郎;太子宾客

16 大和四年,59岁 洛阳 太子宾客

18 大和五年,60岁 洛阳

21 大和六年,61岁 济源;嵩山
河南尹

18 大和七年,62岁 洛阳 河南尹;太子宾客

24 大和八年,63岁 洛阳 太子宾客

10 大和九年,64岁 洛阳 太子宾客;同州刺史;太子少傅

21 开成元年(836),65岁

7 开成二年,66岁

22 开成三年,67岁

3 开成四年,68岁

15 开成五年,69岁

洛阳 太子少傅

7 会昌元年(841),70岁

9 会昌二年,71岁
洛阳 致仕

  注:此表数据中的“联数”由本文作者统计。统计所参考的白居易诗歌创作详情的注释文献,以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7)为主,以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中华书局,2006)、陈贻焮《增订注释全唐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为辅

由表2可知,《千载佳句》所收白居易诗歌的创作时段主要集中于三处:一是元和十年至十四

年,主要活动于贬谪地江州;二是长庆二年至宝历元年,主要活动于杭州、洛阳、苏州;三是大和二年

至九年,主要活动于洛阳、长安。除以上三个时段外,创作于开成元年、三年、五年的白诗数量也相

对较多,主要活动于洛阳。可见此书所收白诗多属于作者中晚年作品,且创作地点多不在长安而在

洛阳、江州及苏州、杭州等地,呈现出来的文学特点与《千载佳句》“闲适”类诗歌基本相似,映射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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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所述白诗内在矛盾性的部分特点。
上述诗中有两联白居易“讽谕诗”,有助于深入窥察此书的白居易文学接受理念。两联白诗皆

属“美刺兴比”的新乐府作品,分别是:四时部春兴《昆明春水满》“洲香杜若抽心长,砂暖鸳鸯铺翅

眠”,所出原诗为“思王泽之广被”的《昆明春水满》[21]176;天象部雨夜《上阳白发人》“耿耿残灯背壁

影,萧萧暗雨打窗声”,所出原诗为“愍怨旷”的《上阳白发人》[21]156。细观诗句内容,不难发现大江维

时的选录重点仍在所出原诗的感兴自然、咏叹景物部分,这就规避了白居易讽谕诗的“兼济”“美刺”
的文学特质。换言之,《千载佳句》是以“闲适”文学观兼选“讽谕诗”,即秉持“闲适”之旨以筛除讽谕

诗中的教化因素,这与晚唐五代唐土渐重白居易讽谕类作品的“宗白”趋势相异[22]。
白居易讽谕诗接受既是如此,“类白诗人”作品在《千载佳句》中的接受状态是否会有不同? 此

书所涉中晚唐“类白诗人”主要有元稹、许浑、章孝标、杜荀鹤、方干、罗隐、罗虬、陈标、周元范、祝元

膺、黄滔、殷尧藩、徐(山)凝等。关于他们的类白文风,历代诗学文献不乏陈述。如擅长律诗创作的

许浑,继承较多的并非元白的教化精神而是元白的浅俗文风[23]63;作诗“殊有蒨饰,七字尤爽

朗”[23]61的章孝标,因喜用浑成字,而被世人认为有类似元白而伤于俗拙的弊病;才名早播的杜荀

鹤,律绝短小精悍,语言浅近通俗[24],对白氏诗风的继承更多体现在“润国风,广王泽”的讽谕诗创

作上[25];擅长近体的罗隐,诗风近乎元白,七律被推为唐末最为“感慨凉苍,沉郁顿挫”者[26]。综言

之,以上诗学评论将中晚唐诗人对白居易诗风的接受与发展主要定位在两个方面:一是通俗浅切,
以许浑、章孝标为代表;二是通俗兼具讽谕,以杜荀鹤、罗隐为代表。

这种创作论上的定位,在《千载佳句》所收以上诗人的诗句中又呈现出什么面貌呢? 以杜荀鹤

为例,《千载佳句》收其诗句19联,分别有四时部《酬湖州杜员外春至日见忆》《淮阳春日》《淮阳道中

作》《投宣谕张侍郎》《秋思》、天象部《旅舍》《雪》、地理部《山居自遣》、人事部《赠闲上人》、草木部《夏
日游张山人林亭》《山中题弟侄书院》、宴喜部《山中寄诸吟友》《白发吟》、别离部《宿临江驿》、隐逸部

《题周繇先辈石门山庒》《题郊居》《书斋言怀》、释氏部《题老僧》、仙道部《紫极宫上元齐次呈诸道

流》。其中,唯《山中题弟侄书院》一联所出原诗《题弟侄书堂》云“家山虽在干戈地,弟侄常修礼乐

风”“少年辛苦终身事,莫向光阴惰寸功”,含有教导子弟诗书传家、修身养性的劝诫,余者皆无明显

讽谕之意。另外,这些诗还多入四时天象、地理草木、别离隐逸等部类,部分诗句诗题与原诗不同,
如《投宣谕张侍郎》原诗作《投宣谕张侍郎乱后遇毘陵》,《旅舍》原诗作《旅中卧病》,《题周繇先辈石

门山庄》原诗作《夏日登友人书斋林亭》。如此,若抛开全诗中其他部分内容,就很容易给人以特定

的闲适韵味,这就与杜荀鹤偏于讽谏的总体诗风大为不同。也就是说,《千载佳句》的选录增添了一

定的主观成分。当然,这种即便是针对讽谕诗人也偏取其闲适情趣的编选原则,对罗隐、陈标等其

他作家也同样适用。可见,即便是面对讽喻型类白诗人的作品,《千载佳句》的文学接受也偏取其

“闲适”情趣的部分,而被选部分也更贴近闲适思想第二层次的选择标准。这一择诗特点,与此书专

设“闲适”门类的现象,共同呈现出大江维时对白居易“闲适”诗学观的接受与偏离。

四、诗学自觉与仕宦特例:大江维时的白诗接受溯因

关于大江维时对白居易文学的个性化接受,金子彦二郎指出与古代日本民族审美特性有关,体
现了日本国民性中的淡泊性、现实性、乐天性、偏爱草木自然性等[27]。此说有一定道理,但过于笼

统,忽略了大江维时的个体精神、时代背景以及平安汉文学思潮的历时性与流变性。本文认为个中

要因有三:
第一,以大江维时为代表的平安中期文人的汉诗学自觉。这与当时汉文学思潮的发展流变存

在关联。自遣唐使制度于894年废止以来,中日两国官方交流结束,日本汉文学逐渐呈现衰颓趋

势。到大江维时活跃于文坛的村上天皇(926-967)时代,汉文学发展进入新的转折期,上层文化圈

虽然继续大力推崇汉诗,但对汉诗的审视心态已悄然改变,文人不再局限于对唐诗的简单模仿与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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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理解,开始形成朦胧的诗学意识与民族文学自觉。这种意识影响到平安院政时期的汉诗学与和

歌审美理论的发展,镰仓时代第一部诗学著作《济北诗话》的产生即可说是一种诗学文化的过渡。
而在诗学自觉基础上,时人对异国文学的接受也不再限于被接受文学的意显辞俗。大江维时即为

典型。他早于朱雀天皇天庆年间(938-947)就在《日观集序》中对“我朝遥寻汉家之谣咏,不事日域

之文章”[28]的文坛现象进行过批评与反思。《千载佳句》能够跳出平安早期文坛全盘推崇白居易的

格局,而呈现出许多突破传统认知的异质特征,应当与之相关。只不过,大江维时毕竟是依靠《白氏

文集》光大其家族汉学传统的,故在编撰《千载佳句》时又自觉不自觉地以白居易诗句为首选目标,
并在白诗的择录标准上注入了自己这种既肯定“汉才”又追求“和魂”的复杂文化心态。

第二,大江维时在“闲适”诗学理论接受上的再创造。白居易本人的闲适观常被视作偏重于

“适”,“为了达到自己身心都渴望的‘适’的境界,以诗语史的‘适’字为核心,也最终形成了前人未及

的‘闲适诗’的世界”[29]。但大江维时所理解的白氏“闲适”观,却在“闲”与“适”的平衡上更为侧重

“闲”的一面。《千载佳句》涉及“闲”字多达60余处,涉及“适”字不过2处;与“适”字有关的门类,仅
有人事部“闲适”类,但与“闲适”类前后紧邻者,却前有“闲居”“闲意”“闲放”,后有“闲游”“闲官”“闲
散”等类,诸门类皆突出一份“闲”意。这些都说明编者的“闲适”观,并非以“适”为重心,而是以“闲”
为骨眼。这种“闲适”观使大江维时选择性地忽略了白诗中的“不适之适”,也使得《千载佳句》在白

诗选录上更侧重那些书写“闲适”情趣的白居易中晚年七言“杂律诗”,毕竟中晚年的白居易身处政

治漩涡之外,方可真正做到无事之“闲”。此后的日本文坛中,受《千载佳句》影响较大的汉诗文集如

《和汉朗咏集》《新撰朗咏集》《本朝丽藻》等,虽无“闲适”门类,却都特设了“闲居”等部类,也应是大

江维时“闲”意诗学观的继续。
第三,汉文士“不遇”势态下的顺达仕宦。平安中期的日本政治体制已由律令制转向藤原家的

摄关制,贵族文人们失去了学而优则仕的晋身之阶。村上朝虽然文艺中兴,但汉文学发展总体上走

向式微,加上平安朝与渤海国的国交废止,汉诗国际外交功能消失,原本依靠汉文学立身的平安文

士很难再获优遇。像大江朝纲、菅原文时、源顺、橘直干、兼明亲王、庆滋保胤等人皆为当时汉学大

儒,但仕宦境遇却不尽乐观。大江朝纲(886-958)乃大江家学继承者,汉学才华胜过大江维时,还
曾与渤海国使臣汉诗唱和过,却宦途滞塞多年。菅原文时、源顺、橘直干三人,皆是村上朝天德三年

(959)斗诗大会的参加者。菅原文时(899-981)作为继承菅原道真(845-903)学识的家族代表人

物,参与此次文学盛会时官位仅为中右弁,后任职不过大学头与文章博士;源顺(911-983)为嵯峨

天皇玄孙,43岁才补任文章生,一生都未担任过专门儒职,其不遇感在《五叹吟》《无尾牛歌》等作品

中皆有表现;橘直干(平安中期)一度就任儒者之职,却无法真正得遇于朝廷,以致在自己的申文中

影射当政的村上天皇[30]125-126。兼明亲王(914-987)也对村上朝有过讽刺,作为醍醐天皇皇子,虽历

任中纳言、权大纳言、左大臣等高位,却终被擅权的关白藤原兼通罢去实务,后为自遣而作《兔裘

赋》,并于赋文开篇直抒不遇之愤:“君昏臣谀,无处于愬,命矣天也!”[30]12

由上不禁疑惑,大江维时对⑤“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的选录,是否也如以上诸人

那般是在反讽冷遇汉学文士的平安朝廷呢? 并非如此。察大江维时的个人仕宦,知其担任过中纳

言之职,逝世之后又被追赠从二位,可见,他是当时汉学文人群体中唯一升至高位者。至于其仕途

顺达,日本学者归因于他担任过天皇侍读这样的实务[31]。而帮助大江家族获得天皇“侍读”垄断地

位的正是《白氏文集》。对此,大江维时孙辈大江匡衡(952-1012)称:“夫江家之为江家,白乐天之

恩也。故何者,延喜圣代千古、维时父子共为《文集》之侍读,天历圣代维时、齐光父子共为《文集》之
侍读。”[32]221大江家族依靠《白氏文集》等汉学经典,在村上朝取代菅原氏成为“累代”汉学儒者主流。
大江维时也成为当时极少数可以受惠于汉文学“稽古之力”的特例。对于这一点,维时本人也有所

意识,并以之激励子孙:“努力可攻坚。我以稽古力,早备公卿员。汝有帝师体,必遇文王田。”[32]222

期待他们可以凭借汉文学的“稽古”之用晋身为帝王之师。带着以上理解,不难推断以大江维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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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才学以及对《白氏文集》的熟稔程度,即便无法精确把握每一首白诗的创作背景,也不至于对

距离自己生活时代不远的中唐政事毫不知情,至少对白居易晚年的整体政治环境应当有基本了解。
更何况在文学之士的事功无望方面,白居易的生活时代还与村上朝的基本状况十分近似。那么,在
对⑤“幸逢尧舜无为日,得作羲皇向上人”的接受上,大江维时之所以规避客观现实,并以“闲适”文
学观解读其间的“不适之适”,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白诗接受,并非是从文士入世无门的时代困境出

发,而是从自己的顺达仕宦与家族的发展腾飞考虑的。换言之,他是在借用这两句白诗肯定村上朝

的基本状况,他的肯定也影响到大江氏后人对村上朝的评价,这从大江匡衡将天历朝称作“圣代”即
可见一斑。

五、“不适之适”化入“狂言绮语观”:“不遇”汉文士对白居易闲适观的新型接受

据上文可知,白居易闲适思想中的“不适之适”很难在“宗白”的《千载佳句》中引起共鸣。那么,
这是否意味着它无法真正融入以“幽玄”“风雅”等为流行审美要素的平安文坛呢? 对此,有关日本

“狂言绮语观”的文献记述,或可引发思考。
察村上天皇康保初年(964),以失意文人庆滋保胤(约934-1002)为代表的大学寮北堂翰林书

生,曾与比睿山学僧一起从白居易诗文中得到了“外来天启”,从而发起念佛结社的劝学会。此会首

次将“狂言绮语观”视作一种新的文艺思想。发起人之一源为宪(? -1011)在《三宝绘词》(984)中,
还记载康保初年劝学会成员“诵居易搜整己诗且封藏香山寺之际之偈‘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
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33]。白居易对日本产生“狂言绮语观”的
影响,有论者指出:“平安中期律令体制遭到严重破坏,文章经国的理想几近破灭。随着政治与文学

的分离,文人便醉心于‘狂言绮语’世界,从而陷入了现实政治、宗教信仰与文学追求的矛盾深渊,于
是从白居易诗文中找到了‘狂言绮语观’这一指导人生态度的思想武器与解决矛盾的方便法门。而

法华净土信仰的高扬以及对白居易的崇拜,促进了狂言绮语观的接受与传播。”[34]可见平安初期律

令制的破坏,文章经国意识的消弭,以及汉学文士的不遇处境,共同导致了平安中期文坛的时代困

境。汉学文士们试图挣脱这种困境带来的精神痛苦,进而醉心于“狂言绮语”的世界。那么,何为白

居易的“狂言绮语”呢?
“狂言绮语”中唐以前未出现过,到开成五年十一月白居易《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才作为短语

使用[35]:“夫以狂简斐然之文,而归依支提法宝藏者,于意云何? 我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

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21]3806对“狂言绮语”的过失做出指

摘,同时表明自己的“转法轮”之愿。在此文前一年,白居易作《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也表达了相

似愿望:“根源五常,枝派六义,恢王教而弘佛道者,多则多矣。然寓兴、放言、缘情、绮语者,亦往往

有之。乐天,佛弟子也,备闻圣教,深信因果。惧结来业,悟知前非……且有本愿,愿以今生世俗文

字放言绮语之因,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转法轮之缘也。”[21]3788-3789诗人提出“放言绮语”,与“狂言绮

语”相近。有观点认为,“狂言绮语”有违于儒教传统和佛教戒律,诗人加以反省,“又以‘世俗文字之

业’和‘狂言绮语之过’可转为‘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的本愿”,对其存在价值做出肯定[34]。此

观点指出白居易“狂言绮语”的本质特征是背离儒家教化与佛教戒律,只可惜未对白居易背离儒教

之处做出进一步挖掘。有鉴于此,本文从白居易闲适思想的“不适之适”上,找到了深入考察“狂言

绮语”的突破口。
关于白居易“闲适”书写与“狂言绮语”的内在联系,学界已有认识:“即使在白居易的早期作品

中,也既有‘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讽喻诗,又有‘知足保和,吟玩情性’的闲适诗,而‘狂言绮语’在
其中占有相当的比重。”[36]但未对两者的内在联系做出深入考析。本文认为,与白居易明确定义

“狂言绮语”这一概念相应,《白氏文集》涉及“狂言”二字的作品,就隐藏着“狂言绮语”的文学特质。
这种文学特质,是在“不适之适”的委婉表达之下得以形成的,相关作品有《狂言示诸侄》《醉后狂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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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赠萧殷二协律》《秋日与张宾客舒著作同游龙门醉中狂歌凡二百三十八字》等,其中尤以最后一首

为典型,其间有云:“暂停杯觞辍吟咏,我有狂言君试听。丈夫一生有二志,兼济独善难得并。不能

救疗生民病,即须先濯尘土缨。况吾头白眼已暗,终日戚促何所成? 不如展眉开口笑,龙门醉卧香

山行。”[21]2012此诗作于大和七年太子宾客分司任上。“兼济独善难得并”,开宗明义指明儒家理想难

以实现,既然如此,不若心隐身适,悠游醉乐。如此“闲适”理念无疑印证了“不适之适”的深层内涵。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闲适”书写不同,此诗在表达这层“不适之适”前,先行说明与之相关的言论

皆为作者的“狂言”。如此,诗人的“不适之适”精神就与“狂言”的外在表现关联起来了。
关于“不适之适”的“狂言”式表达,除以上例证外,还以诗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最

堪深味。此诗作于大和九年十一月,正值中唐最大宫廷政变“甘露之变”发生不久。面对事变后的

政乱臣戮,白居易如此感慨:“祸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

时。顾索素琴应不暇,忆牵黄犬定难追。麒麟作脯龙为醢,何似泥中曳尾龟?”题下自注:“其日独游

香山寺。”[21]2230有关此诗的创作主题,北宋时即备受学林争议。有观点认为,此诗毫无家国之悲却

有幸灾乐祸之意。苏轼《仇池笔记》云:“不知者以为幸祸。乐天岂幸人之祸者哉? 盖悲之也。”[37]

洪迈《容斋随笔》又引“九年十一月作”的白居易《咏史》诗,并称此诗“正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

可见矣。”[38]对白居易后期“闲适”文字背后的言不由衷,人们并不缺乏清醒的认识。此诗更多的是

一种“不适之适”的自嘲式书写。诗人前期那种“欲开壅蔽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21]263的美刺精

神,在后期高压政治环境下,正以这种不易察觉的新型表达而委婉流露出来。当然,这些“浅薄”反
语也很容易让人误读,而且从儒家教义与佛家戒律的角度来看,更属严重的失真存悖,因此渐成诗

人心中的“狂言绮语”。“狂言绮语”东传后,引起同样仕宦坎坷的“不遇”汉文士的共鸣,从而促使

“狂言绮语观”的产生,而“不适之适”思想则在其间得到继承与发展。

六、白居易的日域佛教形象:“不适之适”化入“狂言绮语观”的文化成因

既然白居易“闲适”文学中的“不适之适”才是“狂言绮语”得以产生的重要因素,那么,原本属于

文学范畴的“狂言绮语”,何以会在进入平安文坛后成为佛学领域的修心法门呢? 这十分值得深思。
宋人即指出,相较于儒佛两家,白居易闲适思想中的道教理念反倒占据更大的影响比例:“夫知足不

辱,明哲保身,皆老氏之义旨,亦即乐天所奉为秘要。而决其出处进退者也。”[39]近代学者指出,“白
公则外虽信佛,内实奉道”,“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
来”[40]。当代亦有相似论断,如白居易刻意在闲适诗中避开谈论佛教思想,闲适诗中的交往人物里

也没有佛教的“上人”“僧人”,白居易认为自己的修心养性与佛教无关[41],“闲适”二字被认为源于

《庄子·达生》的“忘适之适”。当然,这种现象也折射到平安文坛的接受上,白居易形象在逐渐神化

的进程中就包含了道教化的一面。平安中期惟宗允亮《政事要略》(1008)所收《白居易传》有“岁星

为曼倩,文曲星为乐天焉”[42]535的引语。高阶积善《梦中谒白太保元相公》诗“高情不识又何神”句下

自注:“《白太保传》云:‘太保者是文曲星神。而相公未见其所传矣。’”[43]白居易被赋予的神化色彩

之一,就是成为道教主管文运的“文曲星神”。但即便如此,此类记述在平安文献中却相对有限。相

较于道教形象,诗人的佛教形象更为平安文人所普遍接受。
至于白居易佛教化的缘由,可先溯源至诗人自己的“转法轮”愿望。“让自己的文集成为一部佛

教经典,作为自己来世转生时的见证,是晚年白居易的一个虔诚祈愿,也是他屡次编撰《文集》的最

大动机。……通过庐山东林寺僧侣的全面协助,他的文集在生前就已经在中国佛教的重镇庐山取

得了与慧远文集对等的地位。”[15]李绅《看题文集石记因成四韵以美之》提到圣善寺僧侣对《白氏文

集》的尊奉:“寄玉莲花藏,缄珠贝叶扃。院闲容客读,讲倦许僧听。部列雕金榜,题存刻石铭。永添

鸿宝集,莫杂小乘经。”[21]3771但即便如此,白居易在唐宋文坛的意义仍多属文学范畴,其“转法轮”愿
望影响有限。白居易学佛也并不虔诚,不仅仍以儒家实用主义为准则,还将学佛与饮酒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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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直言佛道尚不如酒[44]。如此,白氏作品转化为佛学教义的决定性因素,就并非诗人自身的参

禅修为所致。平安文坛偏爱以释家角度接受白居易“不适之适”影响下的“狂言绮语”,进而形成独

具民族审美特质的“狂言绮语观”,才真正值得深思。对此,严绍璗的一段论述颇堪回味:“自九世纪

中期以来,日本官僚知识阶级对白居易及其文学长时间地表示了崇敬和仰慕,并且在某些年代,曾
经达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但是事实上,这个阶级的各个阶层,谁也没有从总体上真正理解和认识

过白居易,谁也没有真正按白居易文学的本来面貌吸收过他的作品。是的,平安时代的日本官僚知

识分子,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把白居易的一个侧面理解为白居易的整个形象,从而加以膜拜

的。”[4]181-182这里指明白居易形象在东传日本后,经历了一个再塑造的过程,其标准就是平安文人的

不同文化需求。当然,这种需求除了文学层面外,还更多体现在宗教层面上。
前文述及平安中期以来,汉学文士步入一个宦途坎坷的“不遇”时代,文坛中退隐或出家的现象

逐渐增多。以庆滋保胤为代表的中下层文人率先对净土信仰作出反应,并在入世与隐退的衡量后,
最终沉迷其中。是时,白居易作品中的崇佛文字与“转法轮”愿望,恰与这种信仰文化产生交轨,共
同促进白居易从诗人形象到佛教形象的文化接受。庆滋保胤《池亭记》称“唐白乐天为异代之师,以
长诗句归佛法也”[30]300,直言白居易之所以成为“异代之师”,就在于满足了他们学诗参禅的要求,这
与中土将白居易视作文学家的定位大为不同。至于平安文人解读出来的白居易佛教形象,按文献

记载,就是象征着般若大智慧的文殊菩萨。《政事要略》所收《白居易传》载:“或曰:‘古则宝应菩萨

下池世间,号曰伏犧,吉祥菩萨为女娲。中叶则摩诃迦叶为老子,儒童菩萨为孔丘。今时文殊师利

菩萨为乐天。’”[42]534-535《政事要略》作为律令格式文集,具备相当的文献可信度。后来的说话集《十
训抄》(1252)亦云:“乐天又为文殊之化身,当可信。”[45]另外,今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一张教王护国

寺(东寺)举行灌顶仪式所用的山水屏风,其间画的一位拈花菩萨,也被世代传为是白居易[46]。可

见平安文人对白居易佛教形象的喜爱与接受。
随着诗人形象的日益神化,《白氏文集》被推崇为佛学经义。针对前文所提李绅诗中“永添鸿宝

集,莫杂小乘经”两句,大江匡房(1041-1111)《江谈抄》曰:“云鸿宝集者,乃大乘经也。因兹古人亦

视《文集》为大乘经之次,小乘经之上也。故橘孝亲常信之,不敢无一刻不睹之。”[47]出于橘皇太后

一门的橘孝亲,将《白氏文集》奉为介乎大乘经与小乘经之间的珍贵佛典,此事可代表当时文人对

《白氏文集》的普遍看法。既然个人别集都能不自觉地转为佛家教义,那么被白居易标为实现“转法

轮”愿望的“狂言绮语”,也就不难融入平安文人的佛教信仰中。无怪日本古人称:“嬉戏之事亦能成

为与佛结缘之因,而朗咏、佛事皆基于白乐天‘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

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的本愿。”[48]

综上可见,白居易的佛教化形象是链接“闲适”文学观(“不适之适”)与“狂言绮语”观的重要纽

带,而“狂言绮语”观的产生,则是在诗人的佛教化演进与“不适之适”的共同作用下方才实现的。

七、结 语

白居易在中日两国的传播所形成的不同文化形象,深刻地表征了跨文化传播的复杂规律。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明确提出“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来,学界对中华文化“走出去”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尤其是

在文学领域可谓成果丰硕。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文学外译与传播的各个方面”,且“大体

上把现行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战略概括为‘送出去’,对这种战略的成效很不乐观”[49]。实际上,
“走出去”的两端是两种可能差异极大的文化,中国文化经典到了另一种文化中,未必就能得到经典

性的认同,比如在中国文学中兼具“流行经典”与“历史经典”双重身份的金庸小说,在德国学者顾彬

眼里就并不“真正具有‘现代性’”,他甚至断言金庸小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50],这和中国人的理

解显然不同。有学者认为,“相同物理时间的历史中实际上演绎的是不同逻辑时间的历史,这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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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某种‘历史异代’的现象”,进而造成了“现代性错位”并产生“现代性歧义”[51]。由此可见,“走
出去”并不仅仅是要推销自己,更重要的是理解对方。而理解对方的最佳途径,则莫过于通过既有

案例深入到其文化深处之中,探讨传播变异中的“历史异代”歧义。目前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已经

有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对传统文学在古典时代“走出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就正是致力于通过

白居易的典型案例,提供一个观察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窗口。
“历史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读书人,用汉字撰写了大量文献,其涉及范围几乎与‘国学’相当,这

些材料构成了长期存在于东亚世界的‘知识共同体’或曰‘文人共和国’,既向我们提出了许多新问

题,也提供了在理论上和方法上继续探索的可能性。”[52]中国古典文学在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中,如
何走出国门并对东亚诸国文化形成构建性的重大影响,成为学界关注的思考点。日本作为中国文

化的受众国典型,自奈良时代(710-794)起就从唐代大规模引入各类文化典籍,以摄取中国的思

想、法律、文学精华,完善其律令制国家体系。进入平安时代,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趋于理性,对
“东传”的唐代作家作品开始进行选择性吸收和改造,从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甚至对中国产

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回流”(比如宋代的汉籍自日本“回流”现象)。既然“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

文化借鉴的历史”[53],文化环流也在中日两国交流史上存在千年,那么,针对唐代文学“走出去”的
问题,我们就不能局限在以往的文学比较和文学接受的单一研究模式中,而要结合中日文学思潮、
政治历史脉动、社会文化变迁等,有高度并多维度地发现新问题、进行新思考。

白居易文学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典型,是特定时代(838-1192)中日文明的最大文化节点

之一,故其“闲适诗”与“闲适”思想的传播与接受,不仅是深入了解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主要切入

点,也是我们从周边反观唐代文学域外影响力、唐代文学与唐代思想关系研究的重要载体,具有十

分重要的跨文化意义。本文基于既有研究成果,发现“不适之适”是链接白居易前后期闲适观的重

要思想脉络,以此补察白居易“闲适”文学观研究的不足;在此基础上,追察白居易“闲适”文学在日

本的传播和接受,发现随着平安中期的汉文学思潮流变以及汉文士诗学自觉,其相关接受呈现出以

下特点:第一,从最初的全面追崇转为有选择地创造性接受,如相较于以儒家修身思想为核心的前

期闲适诗,以道禅二家思想为主的后期闲适诗更为当时的日本文坛所接受。第二,“不适之适”成为

平安文人接受白居易“闲适”文学的重要分流点。“不适之适”在仕宦顺达的大江维时那里无法得到

共鸣,这从《千载佳句》的择诗标准中即可见一斑;但在与大江维时同时代的“不遇”汉文士们那里,
却已悄然注入“狂言绮语”的特殊表达范式中,并被发挥成一种新的时代观点。白居易的“闲适”书
写因此突破了单纯的文学范畴,而成为构筑域外宗教理论的文化要素。这在中国文学接受史上实

属罕见。第三,“不适之适”之所以促成“狂言绮语观”的产生,其缘由还在于白居易佛教形象在日域

的接受和强化。以上考察,从多个维度重新观照白居易“闲适诗”与“闲适”思想对古代日本民族文

化建构所产生的重要文学意义和哲学意义,也从跨文化阐释下的域外接受角度,为国内的白居易研

究与唐代文学研究做出新的拓展,为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历史借鉴与观察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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